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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
影响:缓解抑或加剧?

谭 卓 敏,徐 伟 祁,柳 松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642)

摘 要:在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针对农户消费不平等亟需缓解的现实,基于“环境—努

力”二元因素机会不平等理论,使用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以及2021年“普惠金融与

三农研究”调查(CHFS-SCAU)构造的面板数据集,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展开实证分析,旨在剖

析金融科技向农村地区渗透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现象的作用效果与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下

沉农村有助于缓解农户间的消费不平等问题。这一效应的内在逻辑在于,金融科技不仅可通过“环境”效

应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现象,还能发挥“努力”效应降低农户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围绕“接入鸿沟”和“使用

鸿沟”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下乡能够降低中西部地区等欠发达区域的农户以及低禀赋农户的消费不平等

程度,具有一定的包容性特征,且不存在“精英俘获”效应。基于此,持续推动金融科技向农村延伸,是缩小

农户消费差距、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农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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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

分化”[1]。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2]。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区域作为落实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场域,农村居民收入虽实现

了连续增长,但农户间的消费差距问题却愈发突出。《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印证这一矛盾:截至

2022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连续十三年超过城镇居民①;但伴随收入的持续提升,我国农户消费不

平等的问题也同步凸显出来。具体从数据维度看,一方面,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Household
FinanceSurvey,CHFS)数据,2013—2019年我国农户消费不平等指数均保持在0.4以上,高于国际

警戒线水平(0.4),且未呈现下降趋势[3]。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年鉴显示,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水平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2.21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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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倍①。可见,农村内部消费不平等是驱动我国居民消费差距攀升的主要因素。并且,相较于收入

等其他维度的经济不平等,消费不平等的独特性在于,它更能直接体现居民实际福利水平的差异,同
时也是推进共同富裕、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过程中必须破解的关键难题[1]。古训有云“不患寡

而患不均”,恰恰点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即过高的消费差距容易加剧社会阶层的矛盾对立,进而对

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造成负面影响[5]。因此,探寻缩小农户消费不平等的有效途径,对于释放农村地

区消费潜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

要意义。

传统金融模式长期受限于物理网点的地域性与高昂的运营成本,不仅难以触及农村深层市场的

真实需求,更使得金融对农村消费的支持效能陷入 “看得见、用不上”的困境 [6]。而金融科技(Fin-
Tech)的蓬勃兴起,恰好为这一长期存在的行业痛点提供了破局的新路径与新可能。具体而言,依托

大数据的精准洞察、云计算的高效算力等,金融科技在三大维度展现出传统金融难以比拟的独特优

势:一是显著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让农村群体触手可及;二是有效降低跨区域、跨场景交易的成

本,降低消费门槛;三是深度激发农村消费市场的内在活力,为消费增长注入新动能。正因如此,它被

学界普遍视为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缓解城乡消费不平等的关键力量。从具体作用机制来看,其
一,金融科技与金融业态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居民消费总量与活力[7-8],并通过线上理财与数字保险

产品,改善了居民资产配置,增强了消费信心[9]。其二,新型支付方式突破了传统消费的流动性约束,

助推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10]。其三,从宏观层面看,金融科技在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消费差

距、缓和社会矛盾方面亦发挥了积极作用[11]。聚焦农村群体这一核心受众,现有研究文献已明确指

出,金融科技下乡的实践有效提升了农村地区的金融可得性与普惠性,既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成本,又
拓展了线上购物、智慧农业服务等新型消费场景 [12]。但值得警惕的是,学界亦存在不同声音:部分

弱势农户由于缺乏必要的数字设备、数字素养不足等现实短板,可能被排除在金融科技的红利覆盖范

围之外 [14],且农村落后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风险管理机制缺失,进一步加大了金融科技普及

的障碍[15]。可见,金融科技下乡与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关系仍需深入探讨。

基于前述现实背景与研究缺口,本文整合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及2021年

由华南农业大学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开展的“普惠金融与‘三农’研究”专项调查数据,构建起农户层

面的面板数据集,并以此为基础,分别测算金融科技渗透指数与消费相对剥夺指数,进而系统剖析金

融科技下沉农村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效果与传导机制,重点聚焦“接入鸿沟”与“使用鸿沟”问题,

弥补现有文献在微观层面研究上的不足。相较于从宏观视角探讨金融科技与消费关系的研究,本文

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总量分析,系统论证金融科技对农村内部消费差距的影响路径;

二是通过微观指标构建,更精准地刻画农户间真实福利差异;三是引入“环境—努力”二元机会不均等

理论,搭建契合农村实际的分析框架,深化对金融科技缓解消费不平等的内在逻辑的理解。上述研究

能够为优化金融科技赋能路径、促进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作为消费研究领域的经典框架,明确指出消费者在做出消费决策时,并
非单纯依据当期收入,而是会依据自身的永久性收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消费行为进行平滑调节,

最终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此逻辑下,该理论进一步将收入层面的两大关键问题———收入不确

定性与收入不平等,界定为驱动消费差距形成与扩大的核心因素[16]。然而,这一理论的适用前提存

在明显局限:其假设的“无市场摩擦”理想条件,在复杂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往往难以成立。事实上,市

场不完全性所引发的各类问题,如金融服务可得性不足、信息传递不畅通等,会直接导致消费机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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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不平等,而这种机会层面的差异,已成为农户消费差距产生的另一重要根源。基于此,Roemer
提出的机会不平等理论为深入解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个体的经济结果并非由

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受到“环境”与“努力”两大维度的双重影响。其中,“环境”属于个体难以自主掌控

的外生变量,具体涵盖家庭背景的优劣、制度条件的差异、地理位置的远近等;“努力”则体现为个体可

自主选择的内生变量,包括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以及在生产、消费过程中做出的行为选择。

尤为关键的是,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被该理论明确界定为应予关注和消除的非公平性差异,

并且这种源于“环境”的不平等,还会通过影响个体“努力”的发挥空间与效果,进一步加剧整体经济层

面的不平等现象[17-18]。

在农户消费这一具体情境中,“努力”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象化为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差异,

以及基于自身发展需求做出的职业决策和选择;“环境”的范畴同样清晰可辨,既涵盖消费场景、金融

服务、社交网络等维度的便利性与包容性水平,也包含因地理区位差异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需

要强调的是,这两组二元因素并非孤立存在,它们通过直接作用于消费选择、间接影响资源获取等多

种路径,共同对农户的消费行为模式与消费差距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当我们将视角嵌入现实的农

村场景便会发现,金融科技正以独特的技术优势重塑农村金融生态:它不仅在优化金融服务环境、降

低跨主体交易成本方面成效显著,更在缓解因地理阻隔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展现出传统金融难

以企及的价值,从而成功突破了传统金融中介在服务覆盖范围、服务效率上的固有局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环境—努力”二元机会不平等分析框架进行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此框

架下,本文将系统阐释金融科技下乡影响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内在作用机制,其核心目标在于清晰揭示

金融科技在推动农村消费公平实现、缩小农户消费差距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与重要价值。
(一)直接影响:金融科技—环境—农户消费不平等

金融科技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在优化农村支付、信贷及社交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
而助力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现象。首先,金融科技推动支付方式变革,通过第三方支付、电子钱包等

数字化手段显著提升了支付的便捷性与安全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改善了弱势农户的消费条件[19]。

并且,数字支付的普及有效突破了传统金融网点的限制,激发了农村低消费群体的消费潜力[10]。其

次,在信贷环境方面,金融科技依托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技术,提升了农户信用评估的精准性,推动了个

性化信贷产品供给,缓解了流动性约束,进而激发消费需求[21]。同时,消费金融平台通过“先消费后

还款”等机制,弱化了支付痛感,进一步提升了弱势农户的消费意愿[22]。最后,金融科技与电商深度

融合拓展了消费场景,弥补了弱势农户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消费障碍,强化了社交互动在消费决策中

的正向引导作用[23]。概而论之,金融科技通过优化支付、信贷与社交环境,改善了农村消费生态,提
升了弱势群体的消费参与度,进而缓解了农户消费不平等现象。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金融科技下乡是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现象的可行途径,其背后的机制为:在支付、信贷以及

社交层面发挥“环境”效应。

(二)间接影响:金融科技—环境—努力—农户消费不平等

依据机会不平等理论,除直接影响外,金融科技还可通过缓解“环境”因素引致的“努力”不平等抑

制农户消费差距的扩大。换言之,在金融科技下乡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处于弱“环境”的个体农户能更

好地享受农村金融服务变革带来的机会,从而缓解由“努力”不平等导致的消费不平等。有鉴于此,根
据“金融科技—环境—努力—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分析思路,下文拟从“努力”视角(个体农户职业选择

与人力资本积累)切入,进一步厘清金融科技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机制。

1.个体农户的职业选择:促进非农就业。一方面,金融科技下乡有助于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提
升农户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首先,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农村金融包容性得到显著增强,由此带动

工商资本下乡和产业链延伸[24],从而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其次,金融科技通过改善支付环境

和信贷环境便利了农户创业和生产经营,提高了农户创业的概率,也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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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效益[25]。最后,金融科技发展推动农村社会互动方式创新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就业信息,可
以降低农村居民求职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并提高其匹配工作岗位的效率,进而使其拥有更多的就

业选择和就业机会[26]。概而论之,金融科技下乡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概率。另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能够丰富家庭收入来源,降低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缓解收入不平等状

况[27],进而降低农户消费不平等程度。综上,促进非农就业是金融科技抑制农户消费不平等加剧的

一个可行渠道,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2:金融科技下乡通过促进非农就业,进而抑制农户消费不平等加剧。

2.人力资本积累:提升金融素养。金融素养作为一项有助于家庭决策者就财务规划、财富积累、

负债及养老等事项做出明智决策的内生人力资本[28],在平滑农村居民消费,缓解农户消费差距方面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理财能力的角度看,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帮助个体农户更好地进行收支管理,

避免其出现债务累积和不合理消费,确保在经济波动时仍能维持稳定的消费水平[29]。其次,金融素

养不仅有利于消费者选择适合自己风险偏好的投资项目,还能帮助他们理解市场动态,做出及时调

整[30]。由此,金融素养能够拓宽农户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为农户消费注入额外的资金活水,进而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不仅如此,金融素养的普及还能帮助

农户更精准地识别金融市场中的潜在风险,有效规避各类金融陷阱,避免因不必要的福利损失影响消

费能力。由此可见,金融素养既影响农村居民的理财能力与消费决策,又作用于其投资收益与风险识

别水平,最终为农户消费平等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分析可知,金融科技在乡土情境中的逐步渗透,

正为农户金融素养的提升注入新动能。一方面,它拓宽了金融信息的搜集、获取、评估与分析渠道,大

幅降低了农户学习金融知识、掌握金融技能的门槛;另一方面,随着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商业银行

APP等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广泛普及,与农户生产经营紧密相关的市场信息,得以通

过以金融科技为基底的数字平台高效传播,且这类信息往往具备更高的准确性与透明度[31],为农户

理解金融逻辑、运用金融工具创造了良好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带来的信息交

互效应也不容忽视。具体而言,个体农户可通过线上金融科技平台与亲人和网友交流经济和金融话

题,并在此过程中进行观察与学习,从而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32]。有鉴于此,金融科技发展使弱势农

户能够从更多的渠道(熟人、金融平台等)获得经济、金融信息,提高了其金融学习的积极性,其金融素

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综上,提出以下假说:

H3:促进农户金融素养积累,是金融科技下乡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的一条可行渠道。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是整合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2021年西南财经大学、华

南农业大学联合实施的“普惠金融与‘三农’研究”专项调查(CHFS-SCAU)数据后形成的面板数据。

其中,CHFS是2011年启动的全国性微观家庭调查项目,可提供农户人口特征、经济状况、金融认知

程度等信息[33],CHFS-SCAU则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农村生产经营相关数据。数据处理中,剔除城镇

居民样本、缺失与异常值,并限定户主为成年人,最终获得有效农户样本14210个,满足研究需求。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农户消费不平等。现有文献多采用消费方差、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及分位数比值

衡量整体消费不平等程度,但上述指标难以揭示农户层面的消费不平等机制及调控路径。相较而言,

Kakwani指数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更适用于刻画个体农户在参照群体中的相对消费地位,能有效反映

微观层面的消费不平等程度[34]。该指数数值越小,代表对应农户的相对消费水平越高、消费剥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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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弱,意味着群体内消费不平等程度越低①。其具体测算逻辑为:首先,假设存在一个样本容量为n
的群组L,其中群组内样本农户的消费水平经过升序排列形成消费向量L=(l1,l2,l3,l4……ln),并

满足不等式l1≤l2≤l3≤l4≤……≤ln,定义群组中消费水平超过li 的样本消费均值为μ+
li,消费水

平超过li 的观测值占总观测值的比重为γ+
li,μl 代表群组样本总体消费水平的均值,则Kakwani指

数的计算公式为:

Kakwani(l,li)=
1

nμl
∑
n

j=i+1

(lj -li)=γ+
li[(μ+

li -li)/μl] (1)

2.核心解释变量:金融科技下乡。为细致刻画金融科技下乡的具体情况,本文沿袭已有文献的

指标构建思路[35],从CHFS问卷中选取与金融科技相关的指标构造微观农户层面的金融科技指标。

该指标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采用“您家在购物时(包括网购),是否使用第三方支付账户支付?”考察受

访农户移动支付的使用情况。第二,使用“您家是否通过手机银行、余额宝、微信零钱通等方式来购买

理财产品?”衡量受访农户数字理财的使用情况。第三,网络借贷。选取的指标对应受访农户在借贷

的相关问题中回答是否存在网络借贷行为(诸如蚂蚁借呗、京东金条等)以及网络借贷的金额。进一

步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以上6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得到农户层面的金融科技指数②。

3.其他控制变量。因聚焦微观农户层面的分析,本文进一步从户主个体特征与家庭整体特征两

个维度,筛选并纳入相关变量以控制潜在干扰因素,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金融科技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得到 14210 0.008 0.026 0.000 1.000
农户消费不平等 利用Kakwani指数计算得到 14210 0.460 0.233 0.000 0.983
年龄 户主年龄 14210 57.642 11.977 18.000 117.000
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 14210 7.052 3.455 0.000 19.000
入党情况 户主是否为党员,1=党员 14210 0.095 0.293 0.000 1.000
婚姻状况 户主婚姻状况,1=已婚 14210 0.870 0.337 0.000 1.000
健康情况 数值越大,健康程度越高 14210 3.103 1.054 1.000 5.000
工作 户主是否有稳定的工作,1=有 14210 0.772 0.420 0.000 1.000
社保 户主是否有社保,1=有 14210 0.806 0.395 0.000 1.000
风险态度 户主对风险的态度,1=风险偏好 14210 0.158 0.364 0.000 1.000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总数 14210 3.445 1.728 1.000 15.000
老年赡养比 65岁以上总人口/家庭成员总数 14210 0.388 0.404 0.000 1.000
少儿抚养比 14岁以下总人口/家庭成员总数 14210 0.099 0.157 0.000 0.800
家庭收入 家庭年收入(取对数) 14210 8.898 1.365 0.000 15.185
家庭财富 家庭净资产(取对数) 14210 11.798 1.582 0.000 17.845
人均GDP 地区人均GDP(取对数) 14210 10.854 0.342 10.218 11.925
金融发展程度 金融发展程度(贷款/GDP) 14210 3.347 0.843 2.237 7.476

  (三)模型设计

借鉴杨碧云等的研究设计[4],采用经典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回归分析,以此精准识别金融科

技下乡农村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回归模型如式(2)所示。具体而言,t代表年份,p 代表农户

所在省份,i代表受访农户,FinTipt为农户层面的金融科技渗透指数,Rdipt代表受访农户i的消费不

平等程度,Xipt代表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家庭特征、户主特征以及区域经济特征),Ii 与Tt 分别代表家

户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pt代表随机误差项,β0、β1、β2、β3 为待估计参数。

Rdipt=β0+β1FinTipt+β2Xipt+Ii+Tt+εipt (2)

进一步地,为验证前述理论分析,本文借鉴江艇的机制分析思路[36],构建如下模型以检验金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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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CHFS数据并未公开省级以下的地理信息,故而本文选取受访农户所在省份作为参照群组。

在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指标的过程中,通过了KMO检验(0.654)和Bartlett球型检验(P=0.000),各变量之间存在较

强的相关性。根据特征值大于1,累计贡献率大于60%的标准,本文保留了前两个公共因子构建金融科技指标并进行标准化处理,使

其介于0~1之间。



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机理:

Channelipt=α0+α1FinTipt+α2Xipt+Ii+Tt+γipt (3)

(3)式中:Channelipt表示一系列机制变量,包括直接影响机制(购物便利性、流动性约束以及社会

互动)和间接影响机制(金融素养和非农就业),α1 表示金融科技与各机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γipt为随

机误差项。其余变量与式(2)含义相同。

四、金融科技下乡影响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如表2所示,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FE)检验金融科技下乡与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关系。列(1)~
(4)显示,在逐步加入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地区特征变量的过程中,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

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在金融科技逐步向广大农村地区渗透的过程中,农户采纳金融科

技工具能够有效抑制其消费相对剥夺程度的加剧。同时,从经济显著性看,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

金融科技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表征农户消费不平等的Kakwani指数将降低0.0115个单位标准

差,上述结果与前文的假说H1相符。
表2 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基准回归

农户消费不平等

(1) (2) (3) (4)
金融科技 -0.0191*** -0.0171*** -0.0086** -0.0115***

(0.0059) (0.0054) (0.0033) (0.00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户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210 14210 14210 14210
R2 0.0097 0.0264 0.0843 0.1436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除特别说明外)。

(二)内生性分析

本文聚焦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考虑到可能因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

问题造成模型的估计偏误,本文基于CHFS2017、CHFS2019数据 与CHFS-SCAU2021数据构建

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识别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效应。鉴于地形起伏度为非

时变变量,无法直接用于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参照王小华等的做法构造“地形起伏度×社区内他户金

融科技使用均值”作为农户层面金融科技指数的工具变量[13]:其相关性来源于数字基础设施铺设对

地形的依赖,外生性体现在地形与个体消费不平等缺乏直接联系。第一阶段结果显示该工具变量与

金融科技指数呈正相关,并且通过了弱工具检验;第二阶段表明金融科技显著抑制农户消费不平等加

剧,且基准回归结果因内生性存在低估现象。
表3 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1)第一阶段 (2)第二阶段

金融科技 农户消费不平等

地形起伏度×社区内他户金融科技使用均值 0.0101***
(0.0026)

金融科技 -0.3083***
(0.09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家户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WaldrkF 值 22.54
N 14210 1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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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金融科技分指数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考虑到金融科技是一个多维度的复合概念,因此本文选取移动支付、数字理财、网络借贷三个子

指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进一步考察金融科技的不同维度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表4
的第(1)~(3)列分别为移动支付、数字理财、网络借贷对农户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估计结果。就影响效

应而言,移动支付在抑制农户消费不平等加剧的过程中作用最大,数字理财次之,网络借贷的作用最

小。造成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是,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善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

消费环境,提升了弱势农户的购物便利性,进而推动欠发达地区农户更广泛地参与消费;数字理财在

农村地区的普及降低了金融市场参与的门槛,弱势农户家庭可以自身的风险特征选择合适的投资理

财产品,有利于实现家庭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家庭财富的有效积累可通过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消费不平等[37];网络借贷影响不显著的可能解释是,依靠血缘、人缘和地缘形成的非正规的民间借贷

市场十分活跃,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占有较大比重[38],导致农户对于新兴的网络借贷服务的需求量不

大、活跃度不高,故而网络借贷这一维度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
表4 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分指数回归

农户消费不平等

(1) (2) (3)
移动支付 -0.0462***

(0.0056)
数字理财 -0.0396***

(0.0126)
网络借贷 -0.0296

(0.05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户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210 14210 14210
R2 0.1495 0.1422 0.1413

  (四)机制分析

本文先检验金融科技下乡是否通过“环境”渠道影响农户消费不平等,即验证金融科技是否通过

优化农村支付环境、信贷环境以及社交环境,进而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由表5的PanelA可知,在

支付环境方面,金融科技提升了网购的可得性与便利性,显著提高了网购意愿①与网购深度②;在信贷

环境方面,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39],以“金融资产是否小于两个月永久性收入”与“是否持有已激活信

用卡”衡量流动性约束,结果显示金融科技显著缓解约束并优化信贷环境;在社交环境方面,参考吴雨

等的做法[40],以年度网络费用与对经济金融信息的关注度表征社会互动与信息获取,金融科技均对

社会互动与信息获取具有促进作用。综上,金融科技下乡通过改善支付、信贷与社交环境拓展消费场

景并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现象,H1得到验证。

金融科技下乡除了通过环境直接影响农户消费不平等外,还存在“金融科技—环境—努力—农户

消费不平等”的间接传导路径。由此下文将从农户职业选择和人力资本两个视角进行验证,结果如表

5的PanelB所示。一方面,我们沿袭已有研究的做法[43],构造“户主是否非农就业”哑变量和“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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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CHFS数据构建了“网购意愿”这一虚拟变量,CHFS问卷询问了受访者过去一年中是否进行过网络购物,如受访农

户在过去一年中出现网购行为,则“网购意愿”变量赋值为1,反之则为0。

根据CHFS数据构建了“网购深度”变量,其使用网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表征。由于网购深度变量为大于等于0的截断

数据,所以使用IV-T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就业成员占比”变量作为非农就业的代理变量①,考察金融科技下乡是否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来缓解农

户消费不平等。由列(1)~(2)可知,金融科技对农户非农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金融科技下乡

可通过提升非农就业水平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②。据此,假说 H2得到验证。另一方面,本文借鉴尹

志超等的做法[30],在CHFS问卷中选取与金融素养有关的题项,分别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金融素养

1)和得分法(金融素养2)构建户主金融素养变量③[列(3)~(4)],可以发现金融科技对农户金融素养

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金融科技下乡可通过增加户主金融素养积累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由此可知,假说H3得到验证。
表5 金融科技下乡影响农户消费不平等的机制检验

PanelA
支付环境

(1)网购意愿 (2)网购深度

信贷环境

(3)流动性约束 (4)信用卡持有

社交环境

(5)网络通讯费 (6)信息关注度

金融科技 0.0509*** 0.0019*** -0.0644*** -0.0119*** 0.0815*** 0.0362**

(0.0033) (0.0001) (0.0066) (0.0017) (0.0260) (0.01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家户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210 14210 14210 14210 14210 14210
R2 0.1023 0.1421 0.2155 0.1901 0.0812 0.0630

PanelB
职业选择:非农就业

(1)是否非农就业 (2)非农就业成员占比

人力资本积累:金融素养

(1)金融素养1 (2)金融素养2
金融科技 0.0095** 0.0047** 0.7763*** 0.2920**

(0.0043) (0.0022) (0.1814) (0.11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家户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210 14210 14210 14210
R2 0.2156 0.0221 0.0102 0.4629

  (五)稳健性检验④

稳健性检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重构核心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

替换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一方面,将金融科技指数替换为使用广度指数与熵值法构建的综合指数,

结果显示金融科技依旧显著抑制农户消费不平等;另一方面,采用基于人均消费的 Kakwani指数、

Podder指数以及全样本组间比较重新衡量农户消费不平等,结果同样稳健。第二,替换估计方法与

样本范围。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存在零值堆积可能产生估计偏误,采用面板Tobit模型重新估计后发

现结论保持不变。此外,为防范样本选择偏差,分别剔除户主无工作的农户家庭和四大直辖市样本后

重新估计,结论依旧稳健。第三,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鉴于工具变量严格外生假设过于理想化,

借鉴Conley等提出的近似零方法(LTZ)放宽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45],估计结果仍显著稳健;同时为

克服农户选择金融科技使用的自选择偏差,进一步采用IPWRA、IPW 与RA三种模型分别估计,结

果均表明基准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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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将CHFS问卷中家庭成员工作类型属于务农的样本,赋值为0,反之则为1。非农就业的类型具体包括“机关团体/事业单

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其他类型单位”等。

由于非农就业成员占比变量为大于等于0的截断数据,所以使用IV-T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选用CHFS问卷中利率、风险、通货膨胀三类问题作为金融素养的测度框架。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以汇报,留存备索。



五、异质性分析与拓展讨论

(一)异质性分析:“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在金融科技下乡过程中,数字不平等是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接入鸿沟”和“使

用鸿沟”,其最终导致机会不平等并演化为消费差距[46]。结合本文情境,数字鸿沟体现为金融科技下

乡对不同群体消费相对剥夺的差异化影响。本文从区域与家户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在区域层面,“接

入鸿沟”源于地区经济与数字基础设施差异。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相对滞后,可能影响金

融科技红利的释放。实证结果[表6(1)~(3)]显示,金融科技对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①、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的地区②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不完备的地区③)农户的消费不平等缓解作用更强,表明其具备

包容性,有助于缩小区域消费差距并推动共同富裕。在家户层面,“使用鸿沟”反映个体在数字技能与

信息素养上的差异,受经济条件与教育水平的影响显著。优势群体更易掌握和应用数字技术,而弱势

群体因物质与教育禀赋不足,使用能力受限。实证结果[表6(4)~(6)]表明,金融科技对相对贫困

户④、低财富⑤和低教育群体⑥的缓解效应更显著,显示其未出现明显“精英俘获”,反而更有助于改善

弱势农户的消费境况与社会融合。综上,金融科技下乡在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农户消费平等和乡村社

会稳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表6 异质性分析:“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农户消费不平等

(1) (2) (3) (4) (5) (6)
金融科技 -0.2342** -0.2357** -0.2532*** -0.2085** -0.4931** -0.1212***

(0.0511) (0.1010) (0.0864) (0.0812) (0.1256) (0.0450)
金融科技×东部地区 0.1115**

(0.0549)
金融科技×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 0.2204**

(0.1003)
金融科技×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 0.2413***

(0.0857)
金融科技×非相对贫困户 0.1918**

(0.0801)
金融科技×高财富水平 0.4014***

(0.1130)
金融科技×高教育程度 0.1011**

(0.0435)
调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户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210 14210 14210 14210 14210 14210
R2 0.3223 0.3050 0.3291 0.2189 0.2511 0.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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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

将不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的31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进行东中西划分。

以地区人均GDP衡量,将人均GDP水平高于中位数的省份定义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借鉴赵涛等的做法[47],从互联网接入与数字金融发展两个维度出发,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将数字经济水平高

于中位数的省份定义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借鉴李梦娜等的做法[48],使用全样本总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若受访农户家庭收入高于相对贫困线,则

定义为“非相对贫困户”。

为避免收入与消费变化引致的估计偏误,以样本农户财富水平的中位数为划分标准构建“高财富”哑变量,若受访农户财

富水平高于中位数,则被定义为“高财富水平”

以样本农户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为划分标准构建“高教育程度”哑变量,若受访农户受教育年限高于中位数,则被定义为

“高教育程度”。



  (二)基于消费结构视角的拓展讨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正在逐步向高层次转变。基于此,本文参

考葛继红等的做法[49],将衣食住行等支出归为生存型消费,将娱乐、旅游、家庭设备服务等支出视为

享受型消费,将教育、医疗支出以及其他服务支出视为发展享受型消费,由此构建农户生存型消费不

平等指数与发展享受型消费不平等指数重新回归。表7的实证结果显示,金融科技能够显著缓解发

展享受型消费不平等,说明金融科技下乡主要缩小农村内部更高层次消费的差距,有助于农户消费升

级和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
表7 拓展讨论:消费升级还是降级

农户生存型消费不平等 农户发展享受型消费不平等

(1) (2)
金融科技 -0.0226 -0.1218***

(0.0244) (0.03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家户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4210 14210
R2 0.2472 0.1223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及2021年华南农业大学与西南财经大学共

同开展的调研数据合并成的面板数据集,细致考察了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金融科技下乡在有效抑制农户消费不平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且该效应在克服内生性问

题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优化支付、信贷与社交环境的

“环境效应”以及促进非农就业、提升金融素养的“努力效应”,共同作用于缓解农户消费差距。此外,

金融科技展现出良好的包容性特征,能够显著缩小欠发达地区及资源禀赋不足农户的消费差距,推动

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

总体来看,本文的主要结论具有多重政策启示,且这些启示彼此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其一,

应进一步加快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与覆盖。各级政府不仅要在总体规划层面将农村数字基础

设施纳入优先发展领域,而且要根据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制定差异化的扶持与激励政策,特别是

对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给予更多倾斜。通过在经济基础薄弱、金融服务缺位的村镇优先布局移动

支付终端和数字金融服务站,推动支付结算、消费信贷等基础性功能真正延伸至村级场景,打通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以此在实质上降低农村居民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营造更加便利、安全、低成本

的消费环境。其二,需要推动金融产品设计与农户多样化、分层次的金融需求实现精准对接。在信息

技术和政务数据逐步打通的背景下,可鼓励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在严格保

护隐私和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整合土地确权、农业补贴、产业项目等多源政务数据,构建覆盖资产

状况、生产经营、还款历史等维度的农户信用画像。据此开发更契合地方产业结构和农户消费特征的

金融科技产品,例如与农事周期相匹配的小额信用消费贷款、与农业保险或价格保险相捆绑的消费信

贷工具等,从而提高金融供给的针对性与有效性,进而在缓解农户流动性约束的同时,缩小农村内部

的消费差距。其三,在供给端创新的同时,还需要着力优化农村整体金融生态,重点弥合“会不会用、

敢不敢用”的“使用鸿沟”。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绩效考核挂钩等方式,引导和激励

金融科技平台以及传统金融机构,将数字支付、线上信贷和便民理财等服务更深地嵌入到农村日常生

活场景之中,使其融入农产品交易、乡村电商、农村公共服务缴费以及熟人社交网络等具体环节。一

旦金融科技服务真正融入农户日常生产生活,其使用门槛和心理成本将明显下降,弱势农户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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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频率也有望提升,从而将“形式上的可及性”转化为“实质上的可获得性和可利用性”。其四,要

将金融科技对农村消费的积极作用由短期工具效应转化为长期制度红利,离不开农户金融素养的持

续提升。政策层面不仅要将金融教育纳入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金融知识下乡”“专题培训+线上

课程”等多种形式,系统性提升农户对利率、风险、信用记录、个人信息保护等基本金融概念的理解,还

应拓宽其获取金融信息的渠道,减少对单一平台或非正式信息源的依赖。通过强化农户的金融认知

与风险管理能力,使其能够在不同平台和产品之间进行理性比较和审慎选择,既敢于利用金融科技改

善消费与生产,又能有效防范过度借贷、盲目投资等行为,从源头上缓解“数字排斥”与“数字成瘾”的

双重风险。

参考文献:

[1]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N].人民日报,2024-06-24(14).

[2] 谌贻琴.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N].人民日报,2025-11-18(6).

[3] 尹志超,吴子硕.电商下乡能缩小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吗———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中国农

村经济,2024(3):61-85.

[4] 杨碧云,王艺璇,易行健.数字鸿沟与消费鸿沟———基于个体消费不平等视角[J].经济学动态,2023(3):87-103.

[5] 孙豪,胡志军,陈建东.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估算及社会福利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12):41-57.

[6] 罗剑朝,曹瓅,罗博文.西部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困境、障碍与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19(8):94-107.

[7] 张勋,万广华,吴海涛.缩小数字鸿沟: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21(8):35-51.

[8] YANGT,ZHANGX.FintechAdoptionandFinancialInclusion:EvidencefromHouseholdConsumptioninChina[J].Journalof

Banking&Finance,2022,145:106668.

[9] 郭峰,熊云军.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及其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评论,2021(6):12-23.

[10]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11] 张海洋,韩晓.数字金融能缓和社会主要矛盾吗? ———消费不平等的视角[J].经济科学,2022(8):96-109.

[12]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8):71-86.

[13] 王小华,马小珂,何茜.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 [J].中国农村经济,2022(11):21-39.

[14] 何宗樾,张勋,万广华.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J].统计研究,2020(10):79-89.

[15] 张正平,董晶.金融科技赋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3(9):81-95.

[16] DEATONA,PAXSONC.IntertemporalChoiceandInequalit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4(3):437-467.

[17] ROEMERJE.APragmaticTheoryofResponsibilityfortheEgalitarianPlanner[J].Philosophy&PublicAffairs,1993(2):

146-166.

[18] ROEMERJE.EqualityofOpportunity[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49.

[19] 张勋,杨桐,汪晨,等.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0(11):48-63.

[20] 龚强,班铭媛,张一林.区块链、企业数字化与供应链金融创新[J].管理世界,2021(2):22-34.

[21] 黄益平,邱晗.大科技信贷:一个新的信用风险管理框架[J].管理世界,2021(2):12-21.

[22] THALERR.MentalAccountingandConsumerChoice[J].MarketingScience,1985(3):199-214.

[23] 马彪,张琛,郭军,等.电子商务会促进农户家庭的消费吗? ———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23(5):1846-1864.

[24] 许月丽,纪晓丹.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城乡资本要素一体化的影响———基于新二元转型视角[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2):193-212.

[25] 尹志超,公雪,郭沛瑶.移动支付对创业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3):119-137.

[26] 齐乐,陶建平,刘苇,等.金融科技进步与农户机会型创业动机:抑制还是促进[J].农业技术经济,2022(11):112-130.

[27] 杨晶,邓悦.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户收入不平等影响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10):83-100.

[28] LUSARDIA,MITCHELLOS.TheEconomicImportanceofFinancialLiteracy:TheoryandEvidence[J].AmericanEconomic

Journal: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014(1):5-44.

[29] 吴卫星,吴锟,王琎.金融素养与家庭负债———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8(1):97-109.

[30] 尹志超,宋全云,吴雨.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J].经济研究,2014(4):62-75.

[31] 何婧,李庆海.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J].中国农村经济,2019(1):112-126.

951

谭卓敏,徐伟祁,柳松.金融科技下乡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缓解抑或加剧?



[32] 柳松,谭卓敏,陈楚娜.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金融素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农村经济,2023(8):88-97.

[33] 甘犁,尹志超,贾男,等.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金融研究,2013(4):1-14.

[34] 魏滨辉,罗明忠,夏海龙,等.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 [J].南方经济,2023(10):145-160.

[35] 谭卓敏,陈楚娜,柳松.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研究[J].财经研究,2024(2):33-46.

[36]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37] 易行健,李家山,万广华,等.财富差距的居民消费抑制效应:机制探讨与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6):

27-47.

[38] 何光辉,杨咸月.中国农村正规与非正规市场的融资差异[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1):144-160.

[39] 甘犁,赵乃宝,孙永智.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J].经济研究,2018(12):34-50.

[40] 吴雨,李晓,李洁,等.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J].管理世界,2021(7):92-104.

[41] 毛学峰,刘靖.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4):100-112.

[42] 孙伯驰,段志民.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9):97-113.

[43] 田鸽,张勋.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J].管理世界,2022(5):72-84.

[44] 钱龙,洪名勇.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6(12):2-16.

[45] CONLEYTG,HANSENCB,ROSSIPE.PlausiblyExogenous[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2012(1):260-272.

[46] 陈梦根,周元任.数字不平等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2(4):123-139.

[47]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10):65-76.

[48] 李梦娜,周云波,王梓印.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23(9):48-73.

[49] 葛继红,王猛,汤颖梅.农村三产融合、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差距———效率与公平能否兼得? [J].中国农村经济,2022(3):

50-66.

责任编辑 江娟丽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061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6期                            经济管理


